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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友好型政策演进中粮食生产效率及

分异特征研究

——基于保护性耕作政策的验证

穆月英，张 精

（中国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3）
摘 要：文章基于时变动态阈值面板随机前沿模型，对2002—2021年保护性耕作政策不同演进阶段的粮食生产技
术效率进行估算，并将不同模型的估算结果进行比较分析，探究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水平的阶段特征和时空分布格
局。研究发现：基于时变阈值面板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对生产效率的估计更准确；在多种投入要素中，土地和资
本对粮食生产的贡献较大，但要素配置结构仍有优化空间；在政策的不同演进阶段，制度改革推动技术效率波动上
升，资源禀赋差异是技术效率区域差异化的主要诱因。应不断完善环境友好型政策的引导与支持，健全地方自主实
践机制；因地制宜推广环境类技术；持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有效激发土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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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fficiency and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Grain Production
in the Evolution of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Policies：

Validation Based on Conservation Tillage Policy
MU Yueying，ZHANG Ji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83，China）
Abstract：The essay estimates the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grain production at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evolution of conserva⁃
tion tillage policies from 2002 to 2021，using a time-varying dynamic threshold panel stochastic frontier model. The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stimated findings from different models is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stage-specific features 
and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technical efficiency in grain production. Findings： The utilization of a stochas⁃
tic frontier production function model，utilizing a time-varying threshold panel，yields more precise estimations of produc⁃
tion efficiency. Among various inputs，land and capital notably play pivotal roles in enhancing grain production efficiency，
yet there is still potential for further optimization in the allocation of factors. Throughout different phases of policy evolu⁃
tion，institutional reforms have been instrumental in influencing fluctuations in technical efficiency. Moreover，disparities 
in resource endowments emerge as the primary determinant of regional variations in technical efficiency. Continuous en⁃
hancements are necessary in guiding and supporting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policies，and refining the mechanism for lo⁃
cal autonomous practice. It is imperative to promote environmental technologies tailored to specific local conditions and to 
further deepen rural land system reform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enhance land productivity. 
Key words：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policies；grain production efficiency；conservation tillage；time-varying threshold；
stages；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一、引 言

农业高质量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之义，

同时也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基本内涵，但在实践中，

生产环境不断恶化却成为制约其高质量发展的主

要短板之一。我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农药和化

肥使用国（余威震等，2019）［1］，面临着农业面源污

染、土壤退化和水土流失等问题（郧文聚，2015）［2］。
与此同时，耕地利用中耕作层遭受破坏、地力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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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限制了耕地粮食生产能力的稳步提升。在当

前耕地保护和生态环境保护刚性约束下，实施环境

友好型政策不仅能有效缓解耕地资源过度开发和

生态环境恶化，还能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确保粮

食安全。

土地是粮食生产的自然基础，也是生态环境保

护的着力点。耕地保护不仅包括数量层面的面积

稳定，还包括如何提升耕地质量以保障粮食生产效

率的提高，是我国高质量发展阶段实现粮食安全的

重要议题。保护性耕作是实现地力提升的重要技

术手段，通过防止水土流失、蓄水保墒和增加有机

质含量等方式，显著改善土壤质量（郭芬等，

2022）［3］，稳定作物产量（张士秀等，2022）［4］，对于

我国保持粮食收成“连丰”具有重要意义。保护性

耕作包括少耕、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深松和病虫害

防治等多项技术（邓远远和朱俊峰，2023）［5］，我国

从 20世纪 60年代开始引进保护性耕作技术，截至

2019年，我国保护性耕作面积超过 733万公顷，占

当年全国耕地总面积的5.73%，总体上仍处于发展

阶段。随着各种保护性耕作政策技术推广力度的

加强，我国保护性耕作应用面积有了长足增长，但与

加拿大、美国、巴西等国相比要低40%～70%，采纳

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崔钊达和余志刚，2023）［6］。
保护性耕作政策作为关系粮食生产根基的农业环

境友好型政策，在实现农业生态与经济双赢的可持

续发展道路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能够在确保粮

食安全的同时，为建设农业强国营造更加安全、健

康、绿色的农业环境。

生产效率往往是衡量产业是否进入高质量发

展阶段的核心指标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着力提高全要素生

产率。已有大量文献表明，农业政策的调整一定程

度上导致农业生产效率的变动（吴海霞等，2022；高
鸣等，2022；张亚洲等，2023；Guo 等，2023）［7-10］，投
入相同规模和质量的生产要素可能会获得不同的

粮食作物产出。学界关于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测算

多以DEA模型（申淑虹等，2023；Afi等，2023）［11-12］

和SFA模型为主（宦梅丽等，2021；王舒琪等，2023；
Olagunju 等，2023；Cao 等，2023）［13-16］，但这两种模

型在满足效率估计的一致性要求方面存在不足

（Parmeter等，2019）［17］。基于非参数法的DEA模型

估计前沿面易受异常值影响，估计结果稳健性不

佳；技术变革和社会经济发展可能对农业生产带来

外生冲击，经济模型的参数常常是不稳定的，SFA
模型假定个体在整个周期内使用相同的生产技术，

并未考虑粮食生产技术在不同时空内的差异。为

了弥补上述两种模型设定上的漏洞，有学者（杜文

杰，2009）［18］采用时不变阈值面板随机前沿模型分

析测算农业政策差异背景下的技术效率变化，但当

真实模型含有时变门槛时，常数门槛回归模型并不

能有效验证这种时变特征；若门槛模型按照传统的

时不变参数假设进行估计，其结果可能有偏。除了

模型设定上的欠缺外，多数研究聚焦主粮作物路

径，对粮食生产的生产技术效率进行测算和分析（许

佳彬等，2021；张晖等，2022；项升等，2023）［19-21］，忽
视了政策的阶段性特征以及粮食生产技术变化特

征，仅有少数学者基于农业资源区划（乔丹和陆迁，

2016）［22］进行效率特征的异质性分析。

因此，本文系统梳理我国保护性耕作政策演进

的阶段性特征，基于希克斯技术中性假设，采用

随机前沿法（SFA）和时变动态阈值面板模型对

2002—2021年我国省域粮食生产技术效率进行系

统测算，具体分析不同时期粮食生产效率的分异规

律，揭示环境友好型政策与粮食安全的互动机理，

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环境友好型政策在可持续农业生产、生态系

统服务、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适应气候变化等方

面对粮食安全的保障具有重要作用。环境友好型

政策鼓励和支持可持续的农业生产方式，减少了

化石能源的过度使用（李芳等，2017）［23］，有助于保

护农田生态系统（余涛等，2016）［24］，促使农田生态

系统稳定，提供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不断增强粮食

生产的韧性。同时，环境友好型政策中大量的规

制手段推动了经营主体在作物种植过程中对水土

资源的合理利用，节约了生产要素的投放，进一步

实现了粮食生产的节本增效（周曙东和王颖，

2023）［25］。环境友好型政策的实施，通过生态、经

济双重路径减缓气候变化对粮食生产活动的影

响，提高粮食生产的适应性能力，为维护粮食安全

提供了内在支撑。

传统耕作翻耕土壤，破坏团聚体结构，造成土

壤抗冲抗蚀能力下降（吴才武和夏建新，2015）［26］。
与之相比，保护性耕作技术是一种以作物秸秆覆盖

还田、免（少）耕播种为主要技术形式的现代耕作技

术体系，能有效减少土壤侵蚀，增加土壤肥力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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墒抗旱能力。保护性耕作作为一项系统修复工程，

在技术实施过程中需要化肥农药减量施用、高标准

农田建设、农业机具研发投放等多种环境友好型技

术的协同合作（孟凡杰等，2020）［27］。正因如此，在

保护性耕作政策中集成配套了良种选择、中低产田

改造、专用机具研制、科学施肥施药等农艺栽培技

术。就技术覆盖面而言，保护性耕作政策是环境友

好型政策在农业技术领域的集合；就政策稳定性而

言，保护性耕作政策基于社会环境变化的长期制度

演进和适时调整，对农业经营主体优化生产方式产

生持续影响。鉴于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高度集成性

和政策稳定性，考察保护性耕作政策在不同演进阶

段对粮食生产可能产生的影响，对深入剖析我国环

境友好型政策的变迁效应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索洛增长模型和产业经济生产实践均表明，

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是助推粮

食生产能力提升的驱动力。判断粮食生产是否实

现持续技术进步的基本条件，在于考察生产要素

的配置结构是否合理，进而得出粮食生产技术效

率是否产生变化的结论（翟雪玲和戴鹏，2021）［28］。
测度粮食生产技术效率能够在既定技术条件下准

确掌握粮食生产投入产出的有效程度，即各决策

单元与生产前沿面之间的相对关系。技术效率的

提升，意味着能够通过减少投入的形式实现产出

增加，在要素配置上朝着节约稀缺要素和利用充

裕要素的方向发展（Farrell，1957）［29］，以尽可能缩

小实际产出与最优产出之间的差距。就粮食生产

而言，土地要素、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是粮食生

产中最基础的生产要素投入，多数学者讨论技术

条件变化下的要素投入产出，多采用构建生产函

数模型进行分析。因此，本文沿用此技术路径开

展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测算，分析环境友好型政

策演进过程中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动态特征。

（一）保护性耕作政策的阶段划分

参考联合国粮农组织对中国保护性耕作政策

的阶段划分（何进，2023）［30］和保护性耕作政策演进

的相关研究（崔宁波等，2021）［31］，本文将 1960—
2021 年我国保护性耕作政策的演进历程划分为

1960—2006年、2007—2014年、2015—2021年三个

时间段。

1. 强制实施阶段（1960—2006年）

保护性耕作技术研究最早起源于美国，是为了

应对“黑风暴”所带来的严重水土流失问题而发展

的新型土壤耕作模式，随后推广到苏联、加拿大。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引入后，首先在部分省份的国

营农场示范性试验推广。上世纪 80年代开始，我

国开始着手研究、应用和推广免耕技术，初步明确

了不同地区应用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重点；2002年，

我国启动了在中国北方 8省份 38个项目县的保护

性耕作示范推广工程，并于 2005年将保护性耕作

技术纳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国家中长期科

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将保

护性耕作机械和技术开发作为农林业和机械领域

的重点研发工程。这一时期，保护性耕作政策并未

对发展目标和实施细则进行明确规定，强制性政策

和指令式试验是技术应用研发和推广的主导模式，

农业经营主体仅作为技术实施主体和政策执行人

员，对政策制定的影响有限。

2. 规范发展阶段（2007—2014年）

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宋淑丽和王

新利，2017）［32］，保护性耕作技术与现代农业机械的

结合成为这一时期重点发展内容。2007 年，农业

部《关于大力发展保护性耕作的意见》明确了保护

性耕作推广工作的基本原则，确立了“力争在‘十一

五’期末，实施面积超过 6 000万亩，达到北方适宜

地区耕地面积的 6%”的目标，实现“保护性耕作技

术体系基本完善，机具质量基本满足生产要求，实

施区域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明显”的发展要求。

2009年，农业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的《保

护性耕作工程建设规划（2009—2015年）》，规定了

东北平原垄作、东北西部风沙干旱、西北黄土高原、

西北绿洲农业、华北长城沿线、黄淮海两茬平作等

六个保护性耕作类型区在规划期间内的建设规模、

目标和主要技术形式，明确了农机农艺协作推进的

思想和一系列保障措施。从 2010年开始，在农业

部《关于加强农机农艺融合 加快推进薄弱环节机

械化发展的意见》的指导下，保护性耕作机械的国

家标准、技术规范、行业标准陆续出台，初步形成了

农机农艺相互配套的技术体系。机械化的快速发

展使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为应用保护性耕作技

术的主要群体，虽然强制性的政策特征在这一阶段

仍然占据重要地位，但清晰的技术执行标准和发展

规划较好地满足了经营主体对新技术新机械的创

新需求，一系列政策和规划密集出台为保护性耕作

技术推广指明了具体方向。这一时期，保护性耕作

推广的政策变迁同时响应了外部环境变动和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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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主体的双重需求，以制度化形式规范全国范围

内的技术推广模式、要点和进度，并初步显现诱致

性变迁的政策特征。

3. 诱致推动阶段（2015—2021年）

我国保护性耕作政策迈上规范化、系统化台阶

后，政策制定进入了诱致推动阶段，激发各级主体

的参与意愿成为这一时期重点。就实施手段而

言，补贴成为激励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户参与保护

性耕作的重要方式。虽然各项政策仍聚焦保护性

耕作技术应用的重点区域和推进速度，但不再具

体化各年度详细执行内容、指定各地区技术模

式，鼓励地方政府根据经济条件和资源禀赋自主开

展保护性耕作技术的试验示范工作。2015年，农业

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

《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年）》将东

北区、黄淮海区和长江中下游区规划为保护性耕

作应用的优先发展区域，但未制定具体技术实施细

节。随后，在国务院印发的《全国国土规划（2016—
2030 年）》和《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2020
年）》中，“保护性耕作”仅作为耕地资源保护和财政

支农政策中的执行内容被提及一次。与之相比，

2020年，农业农村部和财政部联合印发的《东北黑

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2020—2025年）》，除明确

保护性耕作实施面积和重点推广技术类型外，允许

各地区结合自然条件和经营规模确定主推技术，同

时强调地方自行细化分解目标任务，落实主体责

任。陕西、甘肃、宁夏、山西、湖北、湖南等多个粮

食主产区省份均印发了本省保护性耕作建设方

案，以陕西省为例，方案中采用“核心工程区—推

广工程区”的建设模式和“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

推进策略，依托高校和农机推广部门，为保护性耕

作工程建设和普及应用提供指导，建设布局则由市

县一级自行开展。在这一时期，围绕已经形成的顶

层制度框架，保护性耕作政策的制定工作逐步让渡

地方政府。在技术实施规范和农艺措施发展相对

成熟的前提下，政策内容更趋向激发农业经营主体

对保护性耕作技术、设备的需求，推动经营主体、政

府、科研机构和机械制造商在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应

用方面进行广泛合作，实现多方参与。

（二）数据处理与模型设计

首先，对反映保护性耕作政策的三个不同阶

段各地区农业技术水平差异的阈值进行估计，基

于估算的阈值估计时变动态阈值面板随机前沿模

型的具体参数；其次，分别依托动态阈值面板随机

前沿模型和动态面板随机前沿模型估计出的三个

阶段的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探究不同模型假设情境

下的效率测算结果是否存在差别；最后，比较阈值

模型和非阈值模型估计的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在保

护性耕作政策演进不同阶段的时空分布差异。

为避免各地区在政策实施的不同阶段由于粮

食生产技术水平的差异可能导致的内生性偏差问

题，本文采用 Kremer（2013）［33］提出的动态阈值面

板模型，测算各地区粮食生产技术阈值；考虑粮食

生产中前一期生产对本期生产会产生一定的动态

影响，选用粮食总产值的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以

反映变量之间的动态滞后关系，构建如下模型：

yit = ui + δyi,t − 1 + β'1xit × I ( )qit ≤ γ +
β'2xit × I ( )qit > γ + vit （1）

其中：yit为当期粮食总产值的自然对数；yi,t − 1
为粮食总产值滞后项的自然对数；δ为y的滞后项的

系数值；xit表示各投入要素的对数向量；I ( )· 为特征

函数，β'1 和 β'2 分别对应不同的技术特征Γ1 和Γ2 的

参数向量；qit为阈值变量，通过单位耕地面积资本

投入量衡量各省份粮食生产技术水平差异；γ表示

待估计阈值，如果qit ≤ γ，则表示个体 i在时间 t采用

技术Γ1，否则采用技术Γ2；vit为残差项；ui表示个体

固定效应。

模型中的滞后项存在固有的内生性问题，常

用的一阶差分法在去掉固定效应后，会导致变换

后的个体残差存在序列相关而得不到一致估计，

损害数据结构和信息内容，同时会放大数据的随

机波动特征。在借鉴Arellano和Bover（1995）［34］做
法的基础上，使用前向正交离差变化消除式（1）中

的固定效应，去除残差项序列之间的相关性，得

到式（2）。

y ∗ 
it= δyi,t−1+β1'x∗

it×I ( )qit≤γ +β2'x∗
it×I ( )qit>γ + v∗

it

ì

í

î

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

y ∗
it= T−t

T−t+1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yit− 1

T−t ( )yi,t−1+⋯+yi,t

y∗
i,t−1= T−t

T−t+1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yi,t−1− 1

T−t ( )yi,t+⋯+yi,T−1

x∗
it= T−t

T−t+1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xi,t− 1

T−t ( )xi,t+1+⋯+xi,T

v∗
it= T−t

T−t+1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vi,t− 1

T−t ( )vi,t+1+⋯+v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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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向正交离差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和转换之

后，使用混合最小二乘法（POLS）拟合出无偏估计

量 ŷ∗
i,t − 1，再将其代入式（2）。为了更好估计待估参

数γ，将式（2）简化为式（3）。
y∗ = ψf ∗ (γ ) + e∗ （3）
基于给定的初始值，假设已知阈值γ，运用混合

最小二乘法估计式（3），并采用式（4）和式（5）分别

估计斜率系数的估计量 φ̂ (γ )和残差平方和S (γ )。
φ̂ (γ ) = f ∗ (γ ) × y∗

f ∗ (γ ) × f ' (γ ) （4）
S (γ ) = [ y∗−f ∗ (γ )×φ̂ (γ )]′ [ y∗−f ∗ (γ )×φ̂ (γ ) ] （5）
阈值γ是未知数，通过最小二乘法拟合出残差

平方和最小值的估计值，具体如式（6）所示。

γ̂ = argγ min S (γ ) （6）
其中：argγ 为自变量；当残差平方和 S (γ ) 取最

小值时，γ̂取变量γ的值。

使用Stata15估计阈值的估计值 γ̂进行检验：在

剔除阈值变量qit中的重复值后，根据阈值变量qit将
总样本划分为子样本集，作为待估计阈值模型的可

行集；随后将其中每个值代入式（6），得到阈值估计

值 γ̂。参考曹博和王玉芳（2019）［35］以及 Yélou 等

（2007）［36］的做法，构建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测算模

型，具体如式（7）所示。

ln Yit =  [ β1 lnKit+β2 ln Ait+β3 ln Lit+β4 ( )lnKit 2+
β5 ( )ln Ait 2+β6 ( )ln Lit 2+β7 lnKit ln Ait+
β8 lnKit ln Lit+β9 ln Ait ln Lit ]×I ( )qit≤γ̂ +
[ β1 ln Kit+β2 ln Ait+β3 ln Lit+β4 ( ln Kit )2+
β5 ( ln Ait )2+β6 ( ln Lit )2+β7 ln Kit ln Ait+
β8 ln Kit ln Lit+β9 ln Ait ln Lit ]×I (qit>γ̂ )+
βo+vit−uit （7）

其中：Y为粮食生产产值，使用粮食生产总产

值表示；K为粮食生产投入的资本要素，由于统计

数据中无化肥、机械和农药投入等粮食生产直接

费用的相应指标，直接使用投放量单位的测算方

法不符合数据量纲化原则，已有学者衡量资本存

量主要采用农业固定资本形成额总额（Akkemik
和Göksal，2012）［37］、农业固定资本净额（苏治和徐

淑 丹 ，2015）［38］，因 此 ，参 照 曹 博 和 王 玉 芳

（2019）［35］关于农业技术效率的研究中选用的指

标，仅采用使用农户的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衡量资本要素；A为粮食生产投入的劳动要素，用

乡村第一产业就业人数表示；L为粮食生产的土地

要素，采用耕地面积衡量；I ( )· 为指示函数，当满

足括号中的条件时，I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括
号中 γ̂为上述测算出的阈值估计值；vit为残差项，

服从均值为 0、方差为σ2
v 的正态分布；uit表示粮食

生产技术无效率项，并服从非负截尾独立同分布

的正态分布。其中，粮食生产技术无效率项 uit服
从效率损失函数Uit，损失函数的具体表达形式如

式（8）所示。

Uit = δ0 + δ1DA it + δ2WSA it + δ3GDPPC it （8）
其中：DA it（农作物受灾面积）、WSA it（农田水

土流失面积）和 GDPPC it（人均 GDP）表示影响个

体 i的生产技术效率的自然灾害因素和社会因

素；δ0 表示常数项；δ1、δ2、δ3 分别表示待估计参数。

Uit值越大，表明生产技术效率损失越多，反之则损

失越少。

联立式（7）和式（8），并使用极大似然法（MLE）
估计联立后模型的参数。基于 Battese 和 Coelli
（1995）［39］的技术效率估计方法，生产单位 i在第 t年
的生产技术效率表达式如式（9）所示。当效率损失

项 u > 0，生产技术效率介于 0～1 之间，生产单元

处于技术非效率状态。

TE it = E (Yit∣uit,Xit )
E (Yit∣uit = 0,Xit ) （9）

在上述关系式的基础上，使用Frontier 4.1软件

进行估算，得出模型参数值和不同保护性耕作政策

阶段的粮食生产技术效率。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在阈值模型或非阈值模型

中任意一个实证假设优先符合实际生产效率水平

方面，不去做出事先假定。因此，在参数估计及效

率评估时，将分别对阈值模型和非阈值模型进行独

立计算，并将参数估计结果和效率评估结果进行对

比分析。

（三）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 2002—2021 年 28 个省份的年度数

据，测算不同保护性耕作政策时期的粮食生产技术

效率，其中，重庆、上海、西藏三地在2002—2021年

间的数据因存在连续缺失的情况而被剔除。选用

指标数据中，粮食产值、耕地面积、农田水土流失

面积和农作物受灾面积等数据从《中国农村统计

年鉴》中获取；从《中国投资领域统计年鉴》《中国

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

鉴》分别获取农户农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乡村第一

产业从业人员；人均 GDP 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

鉴》；基于耕地面积和农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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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耕地面积的资本投入量（杜文杰，2009）［18］，即
阈值变量 qi。

其中，乡村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缺失值采用线

性插值法补齐，粮食总产值基于 2001年农业生产

资料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农户农业固定资产投资

额、人均 GDP 基于 2001 年固定资产投资指数和

2001年GDP平减指数进行平减，相应的指标描述

性统计情况见表1所列。

表1 描述性统计

变量

粮食产出值（亿元）

耕地面积（千公顷）

农户农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万元）

乡村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万人）

单位耕地面积的资本投入量

人均GDP（元/人）

农作物受灾面积（千公顷）

农田水土流失面积（千公顷）

观测值

560
560
560
560
560
560
560
560

均值

394.468
4 346.541

558 071.470
1 228.402
1 506.353

37 894.603
1 113.008
3 886.319

标准差

364.884
3 173.034

515 235.860
841.456

2 176.811
27 697.074
1 028.872
2 979.335

最小值

4.630
93.500

13 700
57.900
33.949

3 257.000
0.000

26.500

最大值

2 184.000
17 195.400

3 169 767.800
4 465.060

19 773.650
187 526.000

7 394.000
15 959.200

三、保护性耕作政策实施下的粮食生产效率

实证分析

（一）技术水平大幅提升，地区间高低技术分异

显著

保护性耕作政策演进三个阶段的阈值估计值

仅有 2002—2006 年、2007—2014 年两个阶段显著

通过了 wald 检验，说明在“强制实施”和“规范发

展”阶段中各地区粮食生产技术存在明显的异质性

（见表2所列），而“诱致推动”阶段各地区之间的粮

食生产技术差异不明显；“强制实施”和“规范发展”

阶段的阈值估计值分别为 828.8和 686.17，说明这

两个阶段各地区粮食生产技术水平有了质的变

化。在此期间，政策规范引导与农业经营主体生

产需求相互匹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模扩大，单

位耕地面积的资本投入量显著下降，资本要素价

格水平逐渐趋于稳定。也正是这一时期，机械化

免耕面积从1 1401 khm²跃升至14 636.72 khm²，机械

化 秸 秆 还 田 面 积 实 现 了 从 21 826.10 khm² 到
54 331.76 khm²的变化，机械化深松面积从8 670 khm²
快速增加至 10 849.19 khm²，粮食生产技术水平有

了显著提升。

表2 门槛效应检验及阈值估计值

阈值估
计值γ

wald检验
统计量

95%置信
区间

2002—2006年

828.8

72.89***

［350.21，1 432.92］

2007—2014年

686.17

75.35***

［586.61，2 509.8］

2015—2021年

1 827.26

3.58

［106.16，2 719.94］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二）土地、资本产出贡献较大，要素配置结构

仍有优化空间

考虑保护性耕作政策的强制实施阶段和规范

发展阶段存在粮食生产技术水平上的差异，因此按

照保护性耕作政策演进的“强制实施”“规范发展”

“诱致推动”三个阶段估计在阈值模型和非阈值模

型状态下面板随机前沿模型的参数（见表3、表4所

列）。非阈值模型估计结果表明，政策实施和保护

性耕作技术的推广，使土地质量成为粮食产出水平

变化的关键要素。而从阈值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

在“强制实施”阶段，土地要素和劳动力要素的边际

产出均大于0，同时，两个要素之间存在明显的替代

关系，这种替代关系一直持续到“诱致推动”阶段，

表明在提高要素利用水平方面仍有较大的优化空

间；在“规范发展”阶段，高、低技术水平地区的资本

边际产出水平呈现显著差异，随着资本要素价格下

降和资本投入水平提高，土地要素的产出贡献水平

得到持续增强；在“诱致推动”阶段，随着土地质量

的改善、经营规模的持续提高，土地要素和资本要

素转变为互补关系，要素利用水平得到明显提升。

表3 超越对数模型及其估计结果（非阈值模型）

土地

资本

劳动

土地 2

资本 2

2.780***
（-1.047）

0.441
（-0.615）

0.005
（-0.499）
-0.372***
（0.087）

-0.022
（0.036）

-1.954
（-1.192）

-0.651
（-0.465）

-0.081
（-0.591）

0.215***
（0.08）

0.022
（0.028）

0.849
（0.602）

0.365
（0.926）
-1.693*
（0.950）

0.002
（0.046）
-0.167*
（0.100）

要素 2002—2006年 2007—2014年 2015—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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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 2

土地×资本

劳动×资本

劳动×土地

常数项

观测数

-0.05
（0.037）

-0.011
（0.035）

0.032
（-0.026）

0.064
（-0.056）

-2.621
（-4.158）

140

-0.128*
（0.05）
-0.032

（0.043）
0.081

-0.052）
0.107

（-0.08）
11.786*

（-6.128）
224

0.335***
（0.091）
0.320***
（0.123）

0.239
（0.166）
-0.663***
（0.132）

-0.091
（2.900）

196

续表3
要素 2002—2006年 2007—2014年 2015—2021年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4 超越对数模型及其估计结果（阈值模型）

要素

土地

资本

劳动

土地 2

资本 2

劳动 2

土地×资本

劳动×资本

劳动×土地

常数项

观测数

2002—2006年

γ≤828.8
2.126

（4.277）
-0.349

（4.913）
-1.778

（1.876）
-0.299

（0.488）
-0.253

（0.447）
0.252*

（0.140）
0.572

（0.861）
0.311

（0.307）
-0.580*
（0.301）

-0.767
（14.766）

70

γ>828.8
0.133

（3.554）
1.036

（4.592）
0.035

（1.557）
0.274*

（0.157）
-0.073

（0.337）
0.019

（0.117）
-0.112

（0.450）
0.222

（0.244）
-0.327*
（0.164）

-6.127
（14.451）

70

2007—2014年

γ≤686.17
14.503*

（7.749）
-24.997**
（11.143）

6.323
（4.409）

-0.806
（1.202）

1.100*
（0.561）

0.027
（0.202）

0.075
（1.549）

-0.299
（0.573）

-0.347
（0.568）

74.117
（47.475）

37

γ>686.17
-1.363

（0.929）
2.198*

（1.233）
-0.003

（0.783）
0.212***
（0.052）

-0.034
（0.101）

0.046
（0.067）

-0.114
（0.135）

-0.014
（0.125）

0.003
（0.107）
-9.200**
（4.151）

187
在参数估计的基础上，进一步估计各投入产出

要素的平均产出弹性（见表5、表6所列）。若资本、

劳动和土地的产出弹性之和大于1，则表示粮食产

出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从阈值模型的产出弹

性估计结果可知，分阶段估计中，高阈值区域的粮

食生产一直呈现规模报酬递增；低阈值区域在“强

制实施”阶段处于规模报酬递增，而在“规范发展”

阶段转变为规模报酬递减。

表5 保护性耕作政策演进阶段粮食生产投入要素
平均产出弹性（非阈值）

土地

资本

0.218***
（0.059）
0.339***
（0.066）

0.312***
（0.039）
0.488***
（0.043）

0.489***
（0.052）
0.348***
（0.060）

投入要素 2002—2006年 2007—2014年 2015—2021年

劳动

观测数

0.643***
（0.050）

140

0.424***
（0.041）

224

0.409***
（0.062）

196

续表5
投入要素 2002—2006年 2007—2014年 2015—2021年

表6 保护性耕作政策演进阶段粮食生产投入要素平均
产出弹性（阈值）

投入要素

土地

资本

劳动

观测数

2002—2006年

γ≤828.8
0.025

（0.155）
0.487***
（0.160）
0.739***
（0.081）

70

γ>828.8
0.271***
（0.099）

0.316**
（0.144）
0.589***
（0.075）

70

2007—2014年

γ≤686.17
0.307

（0.218）
0.394**

（0.187）
0.343**

（0.148）
37

γ>686.17
0.343***
（0.049）
0.454***
（0.059）
0.443***
（0.044）

187
平均产出弹性上，各投入要素之间具有一定差

异。由估计结果可知，无论是从阈值模型还是非阈

值模型上看，土地平均产出弹性都随着时间推移而

持续提升。在非阈值模型的计算中，资本产出弹性

呈现先升后降的波动；而在阈值状态下，低阈值区

域的资本产出弹性呈现下降趋势，存在因粗放经营

而导致的过度投资问题；高阈值区域的产出弹性在

经过政策规范引导后，有效提升了资本要素对粮食

生产的贡献水平。在“强制实施”和“规范发展”阶

段中，土地和资本的边际产出波动性较强，这可能

与早期比较普遍的农地粗放经营有关，但这种情况

随着土地制度改革和机械化水平提升得到有效改

善。劳动力要素在两个模型中都表现出正的边际

贡献，但伴随着社会化服务的介入和劳动力在农业

部门和非农部门之间的灵活流动，劳动力要素价格

不断提高间接导致了劳动力投入对各阶段的增产

作用明显下降。在单位耕地面积的资本投入（即阈

值变量）降低的情况下，资本要素和土地要素的产

出弹性在不同阈值区间表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表

明低阈值区域的粮食生产技术水平仍然有待提升，

要素配置结构还有优化空间。

（三）技术效率波动提升，制度改革是主导因素

非阈值模型和阈值模型测算的我国保护性耕

作政策演进各阶段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变动趋势对

比，如图1所示。两种模型在描述粮食生产技术效

率的变化趋势上基本一致，但测算出的效率水平结

果在“规范发展”阶段有波动水平和数值高低的差

别，可见不考虑技术差异的非阈值模型，可能会造

成不同阶段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估计偏差。由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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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模型的测算结果可知，粮食生产技术效率从

2002年的0.844增长至2014年的0.935。虽然这一

过程中由于投资回报周期长、市场不稳定、土地制

度改革等诸多因素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波动，但效率

仍保持增长态势。

从图1可知，2002—2006年粮食生产技术效率

稳步增长。一方面，政策的强制实施带动了粮食生

产技术水平变革；另一方面，我国在“强制实施”阶

段的保护性耕作技术发展水平和推广尚处于探索

和试验阶段，农业经营主体对保护性耕作技术的认

知不足，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采纳程度还不高，特别

是在 2006年前后，政策制定方向调整为规范和引

导的方式，部分地区的粮食生产对保护性耕作政策

导向变动的响应并不及时，实施力度减弱可能造成

采纳群体快速撤出。这一时期我国已经基本形成

了适合不同类型区域的保护性耕作机具和技术模

式，但机具种类和好用的机具数量较少，部分技术

模式的区域适应性较差，间接导致粮食生产技术效

率水平在数据表征上回落。随后，在2007—2014年

的“规范发展”阶段中，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水平呈现

较大幅度波动。长期以来，农地权能模糊问题未能

解决，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在实践中遇到许多阻

碍，农户流转意愿不强（胡新艳等，2019）［40］，农地市

场化效率尚待提升，各地的保护性耕作应用水平和

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但发展参差不齐。从

2015—2021年“诱致推动”阶段的效率测算结果来

看，政策导向再次调整后，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持续

波动，但这种波动迅速被日趋成熟的制度化改革带

来的粮食生产提质增效“熨平”。土地确权和“三权

分置”制度改革进一步释放了土地活力，在较高水

平的资本投入、耕作技术升级、机械化水平大规模

应用、外包服务发展等多重制度保障的共同作用

下，粮食生产技术效率迅速回正，始终维持在0.9以

上相对稳定的水平。随着保护性耕作推广应用技

术支撑的不断加强，政策和保障制度的逐步完善，

因地制宜，形成了适合不同自然条件的保护性耕作

技术体系，技术改进对粮食生产的推动作用越来越

显著，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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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不同阶段（2002—2021年）效率趋势对比

（四）技术效率存在区域差异，资源禀赋成为主

要诱因

原农业部对我国区域种植制度与保护性耕作

技术分区进行了划分。按照耕作制度和保护性耕

作技术应用分类，本文所涉及的 28个省份归属于

9个种植区域：东北平原区、黄淮海平原区、长江中

下游区、江南丘陵区、华南湿热区、四川盆地区、西

南中高原区、西北干旱区、北部高原区。其中，部分

省份为跨区分布。在保护性耕作技术政策演进的

不同阶段，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存在明显的区域不平

衡，见表7所列。

表7 保护性耕作政策演进阶段各地区粮食生产技术效率
测算结果

东北平原区

黄淮海平原区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河北

山东

河南

北京

天津

0.844
0.924
0.932
0.868
0.875
0.885
0.854
0.910
0.919

0.909
0.926
0.936
0.913
0.855
0.938
0.913
0.945
0.933

0.891
0.932
0.928
0.914
0.891
0.894
0.900
0.929
0.944

0.811
0.880
0.849
0.839
0.714
0.707
0.826
0.807
0.954

0.948
0.949
0.952
0.951
0.949
0.947
0.952
0.946
0.958

耕地区划
主要
省份

2002—
2006年

非阈值 阈值

2007—
2014年

非阈值 阈值

2015—
2021年

非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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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下游区

江南丘陵区

华南湿热区

四川盆地区

西南中高原区

西北干旱区

北部高原区

江苏

安徽

江西

湖北

湖南

浙江

浙江

福建

福建

广东

广西

海南

四川

贵州

云南

云南

山西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0.951
0.886
0.924
0.917
0.885
0.875
0.875
0.867
0.867
0.845
0.831
0.864
0.901
0.776
0.899
0.899
0.893
0.813
0.772
0.559
0.868
0.845

0.960
0.881
0.958
0.915
0.823
0.890
0.890
0.937
0.937
0.911
0.878
0.860
0.928
0.801
0.977
0.977
0.898
0.877
0.777
0.600
0.898
0.895

0.953
0.926
0.927
0.933
0.954
0.894
0.894
0.892
0.892
0.897
0.889
0.873
0.918
0.895
0.917
0.917
0.906
0.910
0.916
0.870
0.954
0.900

0.971
0.839
0.830
0.880
0.871
0.664
0.664
0.695
0.695
0.692
0.683
0.685
0.734
0.637
0.851
0.851
0.720
0.737
0.702
0.589
0.806
0.667

0.958
0.953
0.955
0.955
0.952
0.946
0.946
0.951
0.951
0.946
0.946
0.950
0.943
0.941
0.947
0.947
0.946
0.947
0.949
0.940
0.950
0.946

续表7

耕地区划
主要
省份

2002—
2006年

非阈值 阈值

2007—
2014年

非阈值 阈值

2015—
2021年

非阈值

总体上看，非阈值模型估计效率的省域分布变

动相较于阈值模型的估计结果更为明显，但某一区

域内的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农业生产条件在较短

的时间周期内很难发生大的变化。此外，各种植区

域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均有大幅度提升，这与前文测

定的全国在前两个阶段中技术效率下降趋势并不

匹配。因此，综合来看，阈值模型的效率测算结果

似乎更具说服力。

基于“强制实施”和“规范引导”阶段的粮食生产

技术效率水平在耕地区划上的表现可知：空间格局

上，非阈值模型测算的效率结果在种植区域的分布

变动较大，表现出从“东高西低”到“西高东低”的转

变；相反，阈值模型测算的效率结果相对稳定，始终

呈现“主产区高-非主产区低”的分布特征。随着保

护性耕作示范工程顺利实施和各项工作有效开展，

我国在2009年前后完成了北方8省份38个项目县

示范推广保护性耕作，推进研究并形成黄土高原区

一年一熟制、华北一年两熟制区周年保护性耕作制

和东北垄作区保护性耕作制（Liang等，2012）［41］的保

护性耕作机具与技术模式。作为粮食主产区和最早

开展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的区域，东北平原区、黄淮

海平原区和长江中下游区的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水平

一直处于全国领先水平，拥有良好的资源禀赋和较

高的农业机械化水平。但在适应政策调整带来的冲

击和制度优化的过程中，黄淮海平原区粮食生产技

术效率的下降幅度更大，这可能与黄淮海平原区农

业种植结构的多样性有关。由于农业生产条件和保

护性耕作机具研发的缓慢推进，西北干旱区的粮食

生产技术效率相较于其他种植区域处于较低水平，

高度土地细碎化和低水平机械化的华南湿热区、江

南丘陵区也表现出同样的低效率特征。

在“诱致推动”阶段，各种植区域粮食生产技术

效率水平的数值都处于 0.9以上，种植区域之间的

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差距明显缩小，同时也证明了采

用诱致推动策略的保护性耕作政策满足了外部环

境对提升技术水平的需求。从空间格局上看，呈现

以胡焕庸线划分的“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可能与

在自然资源基础上的社会经济变迁、技术改进对粮

食生产的共同作用有关。土地确权有利于促进农

地市场发育和外包服务发展，长江中下游区、华南

湿热区和江南丘陵区等原先技术效率低下的种植

区域因此获得技术水平的显著提升。围绕中央政

策的宏观部署，各种植区域的地方政府按照自身条

件出台了更为详细的推广计划：黑土地区域（即东

北平原区）按照《东北黑土地保护规划纲要（2017—
2030 年）》，严格执行技术应用和推广；福建省在

2015 年颁布了《福建省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实施

方案》；2017年陕西省在关中和陕北区域的 7个地

市开展保护性耕作试验示范。各省份关于推进保

护性耕作推广的计划、政策文件不胜枚举，各地区

在粮食生产技术创新和推广方面的持续投入，使得

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增长后劲不断增强。

技术效率水平的地域性差异既源于资源禀赋，

也源于资源禀赋和支持政策交织的差异化影响。

对于开展保护性耕作而言，不同种植区域在土壤类

型、水土流失程度、水热条件上的迥异，使得各地区

在调整技术实施规范和政策、资金支持力度上有所

差别。东北平原区、华北平原区和长江中下游区作

为粮食主产区，是我国主要旱地和灌溉水田的一熟

二熟区，土壤类型是肥沃黑土和冲积沉淀的宜耕壤

土，复种、间套作和轮作作物多以粮豆作物和杂粮作

物为主，经济作物种植比重相对较低，农业机械化水

平较高。上述区域的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难度低，

区域范围内的单一主推技术适用范围广、针对性强，

依托政策支持和技术改进双重驱动，粮食主产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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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在“规范发展”阶段展现出更优的技术效率水平。

相反地，非宜耕种植区域政策推行力度和技术实施

难度较高。西北干旱区、西南中高原区和北部高原

区地形崎岖，水蚀或风蚀严重，土壤不蓄水且易旱，

用养结合水平较低；江南丘陵区和华南湿热区山多

田少和农林牧渔混合制的生产特征，使得经济作物

成为其主要的种植选择，虽然两熟三熟区拥有良好

的水热条件，但复杂的地形和作物布局加大了政策

实施、制定和技术推广的难度。非宜耕种植区域粮

食生产技术效率水平的迅速跃升，更依赖于土地制

度进一步优化后实现的规模经营和各种社会化服

务对资源禀赋劣势的弥补。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保护性耕作政策为例，探究我国在环境

友好型政策演进过程中的粮食生产效率及其分异

特征，据此进一步验证了时变阈值动态面板随机前

沿模型在政策评估中的应用空间，为进一步强化环

境友好政策推广，提升政策实施综合效益，促进粮

食生产效率提高提供有益的理论和现实参考。主

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在保护性耕作政策不断进行调整的过程

中，土地、资本对粮食生产的产出贡献水平较高，但

要素配置结构仍具有优化空间。在保护性耕作政

策演进阶段的产出弹性比较中，土地要素的平均产

出弹性随着时间推移持续提升，但资本要素则因过

度投入而出现产出弹性大幅度波动。

第二，制度改革和技术发展主导下的中国粮食

生产技术效率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保护性

耕作政策“强制实施”阶段，农地制度、保护性耕作

政策和保护性耕作技术处于摸索状态，粮食生产技

术效率水平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在保护性耕作政策

“规范发展”阶段，政策和各类法令性规划的执行为

保护性耕作应用水平提升提供了内驱动力，但农地

制度不匹配和确权阶段权责不明导致技术效率处

于震荡波动状态；在保护性耕作政策“诱致推动”阶

段，制度改革释放了土地活力，也加速了市场化，保

证了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始终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

的水平。

第三，资源禀赋导致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地域性

特征明显。在保护性耕作政策“诱致推动”阶段，粮

食主产区的种植区域得益于良好的自然资源禀赋

和更为直接的政策支持，粮食生产技术效率较高；

非宜耕种植区域省份的自然条件较差，直到确权和

土地改革完成后，才在资本、技术和市场化的多重

支持下提升了粮食生产技术效率。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完善环境友好型政策制定策略，健全以地

方为主的环境友好型政策体系。显示数据和理论

检验都已证明，充分放权与有效指导相结合的环境

友好型政策有利于激发地方应用环境友好型技术

的活力。未来在推进新政策时，应坚持“总体规范+
地方自主”原则，明确各地区技术应用发展目标，敦

促各种植区域省份按照本省粮食种植情况，制定适

合本省的环境友好型政策。

二是因地制宜研究环境友好型技术，发展具有

地方特色的技术应用模式。环境友好型技术的应

用和推广不仅受社会经济发展约束，还受各种植区

域资源禀赋影响。因此，在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指

导下，各地应结合自身种植制度、作物种类和水土

特征等方面差异，有针对性地研发和推广地区主推

技术，发展更多诸如“梨树模式”等具有地方特色的

环境友好型技术模式。

三是持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利用环境友

好型技术激发土地活力。从粮食生产各要素投入

边际产出弹性计算和参数估计结果可知，土地既是

主要影响路径又是长期未被激活的主要生产要素

之一。在保证一定要素投入的前提下，深化农村土

地制度改革，推动土地要素流动，扩大农地经营规

模，在环境友好型技术提升土地质量的基础上发挥

规模效应，进一步提升土地要素的产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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